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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ea industry economy developing prosperousl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eriod was also a repeated vicissitude procedure for tax management style. This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y through the relation with various factors, and expound the static analysis of many theoreticians for the economic phenomena which appeared in the tax and monopoly course from th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s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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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茶叶经济的管理，唐代是一个从课税到禁榷再到恢复征课的反复变迁的历史时期。本文试图通过茶叶经济与各方面因素的变动关系来分析唐代茶业经济兴起和蓬勃发展，并且从现代经济思想的视角剖析唐代历史上各个理论家对在税茶和榷茶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经济现象的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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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茶的习俗最早始于秦汉之际，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域，唐中叶后，饮茶之俗逐步向北方推广之至全国南北各地，也正是这时，唐政府开始征收茶税并将其作为官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上还产生了专门以茶业生产为生的新的群体，在唐时的户籍中出现了“茶户”这一概念，我国茶叶经营的新局面渐渐形成。这其间，许多的有识之士都对此种经济趋势和以及茶税制度变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提议，丰富了茶政分析的经济思想内容，也为今后茶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经验和借鉴意义。

一、茶稅征课倡导的发端

唐王朝建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对待茶类生产更是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这种政策为茶业的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茶业经济的欣盛繁荣使得封建王廷不得不重新审视茶以及茶稅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地方对茶的征课事实上最早在天宝末年就已经产生了，“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
 当时地方官吏为了解决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军政财政困难已经在交通要道和贸易场所对包括茶叶在内的各类商品征收税赋。唐德宗时的户部侍郎赵赞为了筹措国家实施轻重“常平”
政策的本钱，主张对竹木茶漆等一类商品均征收百分之十的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开征茶税，但此时茶是与竹木漆共同列入课税范围之中的，还并非是为茶而设的专税。“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后来到了贞元九年张滂倡发的茶税课征才是真正的对茶专门设立的单一税种，在他的《请税茶表》中称道，“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
张滂上奏表明国家应利用茶税来增加财政储备以应对灾害所需，在茶叶产地和商路要道按品质优次将商人所携茶叶分为三等，征收总价值的10%作为茶税。
自茶单独课税以来，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税额不断增加，茶税收入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盛唐时期，饮茶的习惯十分普遍，茶已成为大宗商品。“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
，江南不少驿中设有茶库。茶叶作为商品在国内广泛流通充分地反映了茶产的丰裕，于是官府以榷税来控制茶的生产销售、获取财政收入也是势在必然。据《旧唐书》记载，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当年的收入为40万贯，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茶税加征50%，由过去的每千钱征收百文钱提高到150文钱。文宗大和年间江西饶州浮梁作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朝廷征课的矿冶税每年也不过收入7万余缗，甚至还抵不上一县的茶税。据宣宗时所载，“大中初(847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
，收入不少于80万贯左右。唐末时，四川地区的茶利就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
，茶税之丰厚和茶税的财政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唐政府对茶税课征首倡的原因之一。
关于唐代茶叶经济为何得以飞速的发展，史学界提出了许多见解，包括唐代生产力的进步、南方茶区适宜的自然条件、茶叶商品性和技术性的增强等等。在诸多原因中，关于人口与茶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在唐代茶业经济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制茶、采茶都要依靠手工劳动，其生产制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唐代粮食生产的发展为茶业经济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安史之乱前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人口的增加为茶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在南方茶区，兼营茶叶生产或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园户”应运而生，规模大的茶园户还采取租佃经营茶园的办法，将茶园出租，收取茶租。他们所需雇工数量有时是很大的，雇佣的人员多为破产农民。“茶园户”的出现，是唐代农业领域中的新现象，显示出了农业分工的新格局。唐代人口的增多和大量破产农民沦为的佃农，为茶园经济的经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表1：唐代中后期户口数及田亩数统计

	年   度
	公元（年）
	   户  数
	  口    数
	  田   亩

	肃宗乾元3年

代宗广德2年

德宗建中元年

宪宗元和15年

文宗开成4年

武宗会昌5年

宣宗大中年中
	760

764

780

820

839

845

847-859
	 1,933,74

2,933,125

3,805,076

2,375,400

4,996,752

4,955,151

——
	 16,990,386

16,920,386

——

15,760,000

——

——

——
	——

——

——

——

——

1,168,835,400


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茶商资本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大量的茶商资本往来于城市乡村，沟通了茶叶生产与市场的联系，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在此间值得注意的是，茶商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逐渐渗入了茶叶生产领域。有许多商人购买茶叶时，“自来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
，商人事先将资本借贷给茶叶生产者并向生产领域渗透。茶商资本的预先借贷，使茶叶生产者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同时将生产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讲，它维持了茶叶生产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此外，唐代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也是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的重要因素。基于茶业经济的急速飞升，以茶为税的要求也必然会迅速的提到国家财政的议案中来，造成其财政地位的不断提升。既然茶税如此重要，那么人们对茶税征收过程中所实行的新政策和出现的新情况所产生的如此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对茶税征收及茶政变迭的思想回应

德宗以后唐代的茶政制度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在税茶制和榷茶制之间产生了多次的更迭。由于许多地方州府自行设立茶盐店征收茶盐之税，造成了多头征收茶税的混乱局面。宪宗元和十三年，盐铁使程异建议停罢地方州府所设茶盐店，以维护盐铁巡院对茶税征收的专门权，保证茶利收归中央。穆宗即位后财政艰窘，盐铁使王播将茶税税率由以前的10%提高到15%，并且将茶税征收事务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分别由盐铁使和户部司掌领。文宗时茶政发生了性质上的重大变化，由税茶制变为了国家榷茶制，由王涯任榷茶使负责具体实施，但是很快榷茶法就随着郑王二人的诛杀而归于废弛，随即令狐楚出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又恢复了税茶之法。武宗即位后茶业政策再次由税茶变为榷茶，禁止种茶园户私卖茶叶及商人私贩茶叶。但是这种“民制官收商销”的榷茶法在推行过程中不断遭受地方横赋和私鬻私贩的强烈冲击，最终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对榷茶法进行了新的整顿和发展。
对于上述频繁的茶政变动，许多当世的文臣和忧民之士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分析。

（一）茶税专用思想

最初张滂倡导征收茶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作为“常平”政策的本钱同时应对水旱灾害的必要支出，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却是：“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以钱拯赡”。由于地方藩镇割据造成兵革连绵不息，沉重的军费消耗支出和庞大的官僚集团奢侈靡费使政府茶税征收的初衷完全归于泡影。
对于这一点，陆贽
深为忧虑，贞元十年（794年），他在上奏德宗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第五条奏议《请以税茶钱置义仓
以备水旱》中，谈及自贞元九年正月开始征收的茶税时说：“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望令转运使，总计诸道户口多少，每年所得税茶钱，使均融分配，各令当道巡院主掌。每至谷麦熟时，即与观察使计会，散就管内州县和籴，便於当处置仓收纳。每州令录事参军专知，仍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同勾当，亦以义仓为名，除赈给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
陆贽请求朝廷将各地盐铁巡院所收取的茶税钱由盐铁使全额移交户部司收贮，专门用以解救百姓的饥寒之危，具体的办法就是用每年的茶税平均分配于各道设立义仓在丰年收储粮食以便荒年赈济灾民，除了这一目的以外不能随便支取花费。
陆贽的这一主张认为用茶税收入购粮设置义仓有多种好处。这其中包括可以在灾荒之年解除百姓的困苦，同时可以平准谷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借此打击高利贷商人的囤积居奇盘剥提价的行为。这些观点在奏议中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他的财税和荒政思想前人也都有提及，用赋税收入设置义仓的思想也不是陆贽的首创。前文所提到的赵赞当时也是说以竹木茶漆之税作为国家常平的本钱，而且在陆贽之前的理财家刘晏也曾经用盐利购买粮食充实常平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陆贽在论述中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概念，即专税专用原则。这一思想在《周礼》曾有明确的体现，一定的财政收入项目只能用作一定的财政支出项目，相反一定的财政支出也只限于一定赋税收入，故称之为专税专用原则。在现代观点看来，专税专用似乎妨碍了国家财政总收支决策的灵活性，但是这种专款专用不能任意挪支的思想使支出方案在设计时有所依据，同时也使支出项目的开支能得到确定的赋税来源保证，专税专用原则是对封建王廷对财政收支的任意支取靡费的一种限制和否定。所以陆贽这一极具特色的茶税专用的经济思想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思想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中央对茶业之利的控制已渐渐走向更加明显和深入的强化。 

（二）、弹性－税率分析
唐穆宗年间，盐铁使王播为了迎合朝廷大兴土木的圣意，建议将茶税由过去的10%一下提高到50%。李珏
对此上书表示坚决反对，“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事，即宜蠲省。况税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贞元元年中，不得不尔。今四海镜清，八方砥平，厚敛于人，殊伤国体。其不可一也。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袪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今增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民，先及贫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泽之饶，出无定数，量斤论税，所冀售多。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岁终上计，其利几何？未见阜财，徒闻敛怨。其不可三也。……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
李珏认为，不可增加茶税税率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税茶之举是当初发生在战乱干戈财政告罄时期的不得已的措施，现在局势平静并无战事，不应该增加茶税。其次，茶已经和盐米一样是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了，而且当时饮茶的主体已不再为王公朝士文雅墨客了，而是更为广阔的农村人民大众，倘若提高税率，商人必定会为避免利润的减少而将此种税负加入到茶价之中，这样茶税的负担实际上几乎都由普通的百姓消费者来承担了。最后，增加茶税后，茶价的提高并不一定就会带来财政赋税总额的提高，因为价格提升后会造成需求的减小，从而使茶叶的销售总量缩减。
在李珏的论述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多种理论原理。在反对增税的第二点分析中，茶作为生活必需品，则它的需求曲线很缺乏弹性，若遇到税收增加的情况，事实上消费者最终将承担大部分的税收（见图表2）。茶的需求曲线标记为D，供给曲线为S，加税前的均衡点为二线的交点E，此时每单位茶叶的价格为一文钱，消费量为100单位。假设此时加税额度为一文钱，在需求量没有发生变动的前提下，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税率的提高使供给曲线会向上移动至S′，形成新的交点E′。其中供给曲线垂直移动的距离为增加的税收额度单位，因为茶商只有得到与以前相等的净价格才会愿意出售相应的数量，这样一来在每一供给量上，市场价格的上升幅度正好等于加税的额度。此时相对于初始点E来说，加征一文钱后，初始均衡点与新的均衡点E′之间形成的纵距离为百姓支付价格的上升幅度，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升了0.9个单位，而相对应的是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下降了0.1个单位，茶商只承担了税负的小部分。因此如果需求相对于供给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税收主要是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即百姓，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税收份额。

[image: image1]
图1：税率变化条件下的税收归宿关系。其中纵轴为价格P，横轴为消费量Q。

接下来了李珏又进一步分析了税率与财政总收入的关系。在奏议不可增茶税的第三点原因中，李珏触及到了一个经济学原理即“拉弗曲线”，表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近似于一个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其中纵轴表示税收，横轴表示税率。当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也逐渐增加；当税率增加到一定点时，税收额达到抛物线的顶点，这是最佳税率，若再提高税率，则税收额将会减少。李珏清楚地看到增加茶税后，茶价的提高会造成需求的缩减从而使每年的茶叶销售量下降，“价高则市者稀”，所以财政收入未必会增加，只会“未见阜财，徒闻敛怨”。也就是说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而增加，当税率超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
李珏对于商品弹性和赋税与财政收入的分析涉及到了许多经济原理，这其中都是前人所未触及的理论认识。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深入见地与唐中后期商税的普及和商税在国家财政中地位的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总是不断地观察赋税征课与商品价格和销售量的变化，从而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论观点。但是李珏能够在缺乏前人资料总结的基础上得出如此的理论见解，实为难能可贵之举。
（三）反对榷茶垄断的思想

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为榷茶使，他下令江南百姓所有茶树移至官场中栽植，并在官场制茶。凡不曾移植的茶树和积贮的茶叶，一概焚毁。这是一种全面“官制官销”的专卖政策，由政府垄断茶叶的货源、控制茶叶的生产，从而形成官府垄断价格以获取更大的茶业收入。但是王涯在具体实践中常常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强令施行，所以这种不近人情的苛政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被取消。

时任左仆射的令狐楚
对于王涯的国家垄断措施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请罢榷茶使奏》中指责道：“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兒戏，不近人情。……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委宰臣，除此使额。……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抬，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
令狐楚认为全面的榷茶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剥削暴政，强制让百姓将茶树移植官场制造生产，让民间经营性质的茶业经济完全归于国有，这实际上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茶商和茶农的利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商人大都“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严重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流通贸易。因为茶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与盐、铁不同，茶叶生产不需要大规模的资金和劳力投入，而且茶业和小农经济生产具有天然的联系，它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由一家一户生产协作。小农生产具有分散性、独立性和脆弱性等特点。茶叶的种植正好与小农生产的分散性相适应，根本不可能垄断集中，倘若一定要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结果只能是破坏这种生产而招致“天下大怨”。所以，令狐楚基于以上的分析，要求朝廷除去“榷茶使”的名称，放弃国家的全面榷茶垄断，仍然采取以往的税茶政策。与此同时，他又吸取了王涯的监管思想，把茶叶贸易放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由政府向商人征收茶税。至此以后，唐再也没有实行过全面榷茶垄断的政策措施。

此后，裴休
又不断地调整茶税征收政策，他总结已往茶政的弊端制定新章。一方面革除地方杂苛横税以保障正常的茶业流通，“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私茶交易，同时由官吏在要道布置“把捉”，让私贩茶商交纳半税并给与陈首帖子以作流通凭证，这样既保证了在政府监督下的正税茶商的贸易利益，又避免了私贩茶商与政府的矛盾激化，不但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大大减少了私茶贩运的贸易行为，做到了“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裴休的税茶政策措施既采用了行政干预又采用了经济手段，部分的摆脱了传统士大夫式的“唯政令为上”的意识，尊重并利用客观规律，极大地改善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条件，促进了唐代茶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茶政思想论述所反映出的茶税征纳的财政问题
上述有识之士对茶政制度的种种分析，深刻地反映出了唐代茶叶税收的财政安排问题。最初开征茶税的初衷是为国家筹集“常平”政策的资金来源，是作为一种临时政策来加以执行的。但是随着茶叶消费和流通的发展，王权政府已经将其变作敛取资财成为奢侈消费和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了，不断巧立名目提升税率重复掠夺，甚至企图强行垄断控制产销保障税源。陆贽的茶税专用思想表达了对茶税的征收过程和财政用途混乱的无奈反驳。税收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无偿占有方式，会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造成极大的影响，肆意妄为的征纳会严重干扰私人消费的和生产的决策和运转，而且还会加大税收在经济机制当中的额外负担。专税专用可以做到让征税活动使社会代价以征收的税额为底限，不让纳税对象和社会生活承受额外的经济牺牲，实现初步的“税收中性”原则。作为税收征纳过程中最重要的因子即税率的安排历来被看作是政策效率的关键。根据收入弹性原则，李珏看到了税收要随财政需要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在财政需要通过增税来增加公共收入时，适当的税率和设计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实现这一财政目的的必要途径。茶税作为一种间接税，它可以随着人口的增加或者课税商品的繁荣而使税收自动的增加。但是经过税负的转移过程，会造成税收实际负担人和课税品经济收益者之间的不平均分担。税收负担是负税人因征税而承担的货币牺牲或福利损失，盲目提高税率的结果是虽然茶商在缴纳税款，但实际上间接承担大部分税负的却是消费者，丧失了税收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征纳原则。同时，由于税收对消费的收入效应，课税品的消费者会由于征税行为使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降低商品的实际购买量，对于财政收入总额或许还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些理性分析的呐喊在王权财政的巨大赤字困难面前，却显得格外的微弱，短期的税收收益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长期漠视税收政策对经济福利潜在影响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以王朝末期财政运作体系的最终崩溃而告终。
茶自开始征税以来，茶政举措不断在征税和管榷的制度安排中反复地变动更迭，但经过令狐楚和裴休的改革最终选取得的模式还是“民制商销”国家征税的方式。这是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过程，禁榷制度是基于私茶泛滥以致税收不旺的事实前提下产生的，它实行的目的在于通过专卖掌控税源。但是茶叶作为民众的必要消费品，完全的垄断控制势必带来极大的效益损失和行政成本包括寻租行为，对社会经济和福利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而税收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调控意义。茶政制度的变化一方面是适应茶业经济自身分散独立性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的代理人各级官吏和商人之间的结合之路。不单单是茶业经济，许多商品经营的发展趋势都是在官府的不断干预监管下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轨道中来，成为财政经济不可或缺的服务助手，专制王权就是在这种不断强迫的纳入行为下，将干预统治与适当的效率相结合，有效地维护并促进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制约了商人和商品经济的独立发展。一种税收制度的设立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受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唐代税收制度的设计无论从税种的选择还是到税率的安排都充分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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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通典》卷11《杂税》


� 常平制度是指在边郡筑仓，谷贱籴入、谷贵出售，以平抑物价，这是李悝平籴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旧唐书》卷12《德宗纪》


�《旧唐书》卷49《食货志》


�《册府元龟》卷510《重敛》


�《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饶州浮梁县》


�《新唐书》卷54《食货四》


�《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


� 引自《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0版


� 吕陶，《净德集》卷1


� 陆贽（公元754-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唐德宗时期政治家


� 又称义谷或义租，平时粮储于里社，义仓思想创自西汉耿寿仓，曾建制实行于隋朝


�《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集部


� 李珏（公元785-853年），字待价，河北赵郡人，牛李党争的关键人物


�《旧唐书》卷177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 令孤楚，字壳士，唐文宗左仆射，后接任王涯主持茶政


�《旧唐书》卷53志第二十九


� 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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